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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境视角下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
实际选择行为的研究

王　萌,乔　娟,沈鑫琪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　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实际选择行为,对于促进可追溯猪肉市场推广、完
善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和推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现实情境视

角,借鉴人口迁徙推拉理论中的 PPM 模型,从推力、拉力和锚定三大作用力的角度构建理

论框架,分析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利用北京市猪肉消

费者的调查数据,采用双尾截取 Tobit模型,实证分析各因素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

行为的影响,并通过计算边际效应或弹性识别其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消费者认知对可追溯

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具有显著拉力作用,尤其是对可追溯猪肉优势属性信任程度的拉力作用

更大;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具有调节效应,可以进一步强化消费者认知的拉力作用;收入、城
乡身份、家庭人口结构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具有显著锚定作用.据此提出应

加大对可追溯猪肉优势属性的宣传和溯源能力、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的监管,加快推进完善猪

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等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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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立健全追溯体系,是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的关键举措.我国早在２００８年就开始探索建设猪肉可追溯体系,其中商务部分批支持５８个试点城

市建设的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最具代表性,在这些城市的试点超市或大型农贸市场,消费者通过扫

描购物小票或产品标签上的二维码,可以准确得知猪肉来源等相关信息.猪肉可追溯性的提高不但

能有效保障猪肉质量安全,而且是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破解国际贸易壁垒的关键.可以说,猪肉可追

溯体系能否有效运行,是关乎食品安全保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然而,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始终面临困境[１].可追溯猪肉的生产成本相对高于非可追溯猪

肉,在政府尚未强制要求只有可追溯猪肉才能上市销售的现实背景下,只有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猪肉

的相对高成本买单,可追溯体系的核心实施主体———屠宰加工企业增加的投资才能获得回报,政府相

关财政投资才能实现预期绩效[２].也就是说,现实背景下破解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困局的关键是要

把握消费者的真实偏好.因此,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实际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可

追溯猪肉市场推广、完善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和推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可追溯猪肉市场推广初期,可追溯猪肉消费表现出“双低”特征,即愿意消费可追溯猪肉的消费

者家庭占比低和可追溯猪肉在所消费猪肉中的占比低[３],这使得研究者无法获得充足的样本来直接

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实际选择行为.因而,前期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通过调查消费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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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性偏好来间接预测消费者对于可追溯猪肉的实际选择[４].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

在假想情境下研究消费者可追溯猪肉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其中可追溯猪肉认知程度、食品安全风险

感知水平、个人或家庭特征等因素被普遍关注[５Ｇ７].二是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发现

消费者愿意为猪肉的可追溯信息属性支付一定溢价[８Ｇ１０],涵盖完整追溯信息的猪肉能获得更高溢

价[１１],政府机构认证的可追溯信息更受消费者青睐[１２].
已有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考,但仍存在进一步研究提升的空间.第一,研究视角.猪

肉可追溯体系试点建设的深入为实证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实际选择行为提供了可能,由于消

费者自述偏好与其真实决策存在一定差异[１３],区别之前假想情境的研究,立足现实情境取得的结论

将更有意义.第二,研究方法.已有研究多依据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影响因素框架,而该理论侧重从微

观视角关注消费者的心理因素,依据人口迁徙推拉理论中的PPM(pullＧpushＧmooring,PPM)模型构

建影响因素分析框架,能从宏观视角得到更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基于此,本研究借鉴人口迁徙推拉理论中的PPM 模型,从推力、拉力和锚定三大作用力的角度

构建理论框架,分析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实际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北京市猪肉

消费者的调查数据,采用双尾截取 Tobit模型,以可追溯猪肉在家庭猪肉消费中的占比作为可追溯猪

肉实际选择行为的代理变量,实证分析各因素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的影响,并通过计算

边际效应或弹性识别其影响程度.

　　一、影响因素框架构建与作用机理

　　１．概念界定

根据消费者需求理论关于商品效用是一簇属性集合[１４]的观点,可以认为消费者消费猪肉是在一

系列约束条件下选择能够满足偏好的商品组合.可追溯猪肉可被视为可追溯信息、味道、外观、质量

安全等诸多属性的组合,而普通猪肉(本文指非可追溯猪肉)的固有属性与之存在较大差异.可追溯

猪肉出现前,消费者只能消费普通猪肉.可追溯猪肉出现后,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实际选择行为主

要包括以下三种:只选择普通猪肉;选择一部分可追溯猪肉、一部分普通猪肉;只选择可追溯猪肉.在

上述三种选择行为中,消费者的猪肉消费总量也可能发生变化,但因猪肉属于生活必需品,价格弹性

较低,消费量受价格变动的影响不作为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本研究认为在猪肉可追溯体系试点

建设过程中,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实际选择行为就是消费者由消费普通猪肉向可追溯猪肉的转移,
最终表现为所有猪肉消费中可追溯猪肉的占比,占比越高说明消费者越倾向于消费可追溯猪肉,越愿

意实现向可追溯猪肉的消费转移.

２．PPM框架下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

最初用于分析人口迁徙行为的PPM 模型来源于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决定人口迁徙行为的因

素是原住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１５],后来 Moon将锚定作用(阻碍迁出的因素)引入推拉理论模

型[１６],形成社会学领域广泛应用的PPM(推、拉和锚定)模型[１７].国内外学者发现,PPM 模型应用于

消费者行为研究也非常具有解释力[１８Ｇ１９].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实际选择行为就是由普通猪肉向可

追溯猪肉的消费转移,也将受到推、拉和锚定三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因而PPM 模型适用于消费者对

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１)推力作用.推力是指普通猪肉对消费者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负面因素.消费者会对各种食

品的质量安全状况形成自己的主观认知,在趋利避害动机驱动下消费者减少或不消费他们认为存在

质量安全隐患的食品,转而消费更有保障的食品[２０].猪肉质量安全事件本身不会直接影响消费者行

为,但会通过各种途径使消费者感知到可能带来的威胁,进而对消费者信任产生消极影响,最终推动

消费者的实际选择行为发生转移[１７].因此,消费者对猪肉的质量安全风险感知构成推力,风险感知

越强意味着消费者对猪肉质量安全越担心,进而推动选择更能保障质量安全的可追溯猪肉.
(２)拉力作用.拉力是指可追溯猪肉相较于普通猪肉特有的、能吸引人们消费的积极因素.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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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可追溯猪肉优势属性的认知是影响消费者选择可追溯猪肉的重要拉力.可追溯性是所有可追溯

食品的共同属性,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了解程度的提高会增强他们对可追溯性的认知,理解猪肉可追

溯性的提高可以带来潜在好处.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运行难度稍大于其他可追溯食品,消费者对可

追溯猪肉的追溯能力和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的信任程度也是影响其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的重要因

素,信任程度越高就会越认同可追溯猪肉相较于普通猪肉的优势所在,进而拉动消费者选择可追溯猪

肉[２１].因此,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优势属性的认知能拉动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选择,并增加持续

消费的可能.
另外,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也是影响消费者选择可追溯猪肉的重要拉力.消费决策过程伴随着

信息搜集与评价,已有类似消费经历会丰富消费者的信息源并影响消费者的认知和评价.可追溯食

品消费经历会强化消费者对可追溯属性的了解和信任程度,降低消费时的感知不确定性,进而增强消

费动机[２２].因此,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可能直接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产生拉力作用,
也可能在消费者认知与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３)锚定作用.锚定是指消费者由消费普通猪肉向可追溯猪肉转移的约束因素,也被视作推力和

拉力的补充.消费者在相同的推力和拉力作用下做出不同消费决策的重要原因就是锚定的作用[１６].
已有研究一般选择消费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作为约束因素,参考Cheng等[２３]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选

择收入水平、城乡身份和家庭人口结构三个因素作为锚定作用的代理变量.

①收入水平.收入水平会影响家庭消费观念和购买能力,进而影响食物消费行为.已有研究发

现,随着收入增长家庭食物消费结构会发生显著变化[２４],并向质量安全水平高的食物倾斜.可追溯

猪肉的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相对高于普通猪肉,收入提高会促使消费者选择消费更多可追溯猪肉,收入

水平较低则会限制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即便消费者有消费可追溯猪肉的意愿,也会因收入约束而无法

实现.

②城乡身份.猪肉可追溯体系试点建设过程中,可追溯猪肉主要在市区或靠近市区的试点超市、
农贸市场等场所出售.农村消费者相比城市消费者在可追溯猪肉的购买渠道、场所等方面都处于劣

势,可得性、便利性的限制会提高可追溯猪肉购买成本,进而阻碍消费行为转变.城市家庭肉类消费

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小于农村家庭[２５],也意味着农村消费者选择可追溯猪肉的概率低于城市消

费者.

③家庭人口结构.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年龄结构变化会影响肉类消费需求.一方面,家庭

中老年人口增加可能导致家庭消费预算趋紧而减少肉类消费[２６Ｇ２７],但老年人更关注身体健康和营养

均衡会选择更有益健康的肉类[２８],因此老年人数量究竟如何影响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需

要进一步检验.另一方面,家庭中是否有儿童以及儿童数量会促进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的关

注[２９Ｇ３０],因此可认为家庭中是否有儿童以及儿童数量是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的重

要因素.

３．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模型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PPM 框架下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模型

如图１所示.具体来说,在猪肉可追溯体系试点建设过程中,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是消

费者由消费普通猪肉向可追溯猪肉的转移,并将受到推力、拉力和锚定三种力量的共同影响.其中,
推力主要由消费者对猪肉质量安全风险的感知强弱构成,风险感知越强意味着消费者对猪肉质量安

全越担心,进而推动消费者选择更能保障质量安全的可追溯猪肉;拉力主要由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

认知水平高低和是否有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两方面构成,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认知水平越高则越

能拉动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选择,而有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可能直接起拉力作用,也可能对认知水

平与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锚定主要由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城乡身

份和家庭人口结构三方面构成,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越低、农村身份、家庭中没有儿童则由消费普通猪

肉向可追溯猪肉转移的约束越大,家庭中老人数量的影响方向有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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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PPM框架下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模型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１７年８月在北京市进行的城乡居民家庭猪肉消费一对一调研

访谈.考虑到北京市各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特征和可追溯猪肉试点超市、农贸市场分布等

情况,课题组首先选择海淀、朝阳、东城、西城、丰台、石景山６个城区和昌平、房山２个郊区作为调研

区域,然后在每个区域随机选择１个大型连锁超市、１个农贸市场和１个居民社区作为具体调查地

点.为减少调查员主观偏好对样本抽取的影响,调查员被要求在每完成一份问卷后选取进入视线范

围的第３位消费者作为下一个受访者,如果被拒绝,继续选择接下来进入视线范围的第３位.为确保

调查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受访者仅选择家庭食物的主要购买者,且购买过生鲜猪肉.问卷内容除

了家庭猪肉消费信息等核心内容外,还包括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受访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

感知和对可追溯猪肉的认知等.调查共获得问卷６０３份,剔除数据缺失、有误或有明显逻辑错误的无

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５６６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３．８６％.
调查数据显示,５６６个有效样本家庭的猪肉消费中,普通猪肉消费占比平均为８１．１３％,可追溯猪

肉消费占比平均为１８．８７％;只消费普通猪肉的占６１．６６％、只消费可追溯猪肉的占５．６５％.分城乡样

本来看,城市户籍家庭的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达到２３．４５％、农村户籍家庭仅为８．３１％,但无论城市还

是农村户籍家庭,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可追溯猪肉在家庭猪肉消费中的占比都随之攀升.同时,在有

６岁及以下儿童的３２２个有效样本家庭中,消费可追溯猪肉的样本有１４３个(占比为４４．４１％),可追

溯猪肉消费占比平均为２０．９５％;而在有６０岁及以上老人的３１１个有效样本家庭中,仅有１０７个家庭

消费可追溯猪肉(占比为３４．４１％),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平均为１５．７３％.可见,在可追溯猪肉消费中

儿童的需求有可能处于被优先考虑的次序.

２．变量选择

基于前文的概念界定和 PPM 框架下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

析,实证分析的变量选择如下.
(１)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用最近半年内消费者全部猪肉消费中可追溯猪肉占比(简称可追

溯猪肉消费占比)来表征消费者的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该指标可以反映消费者的真实选择和稳

定偏好.
(２)推力作用.用消费者对市场上猪肉质量安全现状的评价来表征消费者对猪肉质量安全的风

险感知,评价越低消费者的风险感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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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拉力作用.用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了解程度、对可追溯猪肉的溯源能力和质量安全水平的

信任程度三个变量来表征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认知,同时选择是否消费过可追溯食品来表征消费

者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
(４)锚定作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４,５,７],用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代表收入水平,用６岁及以下

儿童数量、６０岁及以上老人数量代表家庭人口结构.对于城乡身份变量的设置,以往研究主要有两

种选择:其一,认为农村消费者进入城市后的消费习惯、方式和意识会较快转变为城市模式,因而用受

访者常住地是城市或农村来代表;其二,认为农村消费者进入城市后的消费习惯、方式和意识转变是

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进程,用受访者的实际户籍代表他们的城乡身份,可以细分出从农村到城市和一直

生活在城市的消费者之间的消费习惯、方式和意识的差异[３１].综合考虑,本研究用实际户籍代表受

访者的城乡身份.
(５)控制变量.除了受推力、拉力和锚定三种力量的共同影响外,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实际选

择行为还与消费者个人及其家庭特征相关,借鉴已有研究[７,３２],用受访者的性别、学历、年龄等个人特

征和家庭人口规模作为可能影响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的控制变量.
变量含义及其统计特征见表１.

表１　变量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 家庭全部猪肉消费中可追溯猪肉占比/％ １８．８７ ３０．４４
自变量

推力 对猪肉质量安全的风险感知
消费者对市场上猪肉质量安全现状的评价:
不好＝１;不太好＝２;一般＝３;比较好＝４;非
常好＝５

３．２４ １．００

拉力

对可追溯食品了解程度
不了解＝１;不太了解＝２;一般＝３;比较了
解＝４;非常了解＝５

２．２２ １．２２

对可追溯猪肉溯源能力信任
不信任＝１;不太信任＝２;一般＝３;比较信
任＝４;很信任＝５

４．０３ ０．９３

对可追溯猪肉质量安全水平信任
不信任＝１;不太信任＝２;一般＝３;比较信
任＝４;很信任＝５

３．５２ １．３８

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 有＝１;无＝０ ０．４５ ０．５０

锚定

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２０１６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千元 ４４．００ ３６．５８
城乡身份 受访者户籍:城市＝１;农村＝０ ０．７０ ０．４６
家庭中６岁及以下儿童数量 实际人数 ０．６９ ０．７０
家庭中６０岁及以上老人数量 实际人数 ０．９２ ０．９１

控制

家庭人口规模 实际人数 ３．５４ １．４２
受访者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４６ ０．５０
受访者年龄 实际年龄/周岁 ４７．１９ １５．３２

受访者学历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中专/高中＝３;专
科＝４;本科＝５;研究生＝６

３．４９ １．５４

　　３．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家庭全部猪肉消费中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有效样本中该变量是０的占比为

６１．６６％,如果直接剔除这些极值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会得到有偏、不一致的结果[３３].已有研究主

要通过两种方法来解决:一是认为样本取值被截取,采取 Tobit模型来纠正截取变量带来的偏差,以
实现样本信息的充分利用[３４Ｇ３５];二是使用 Heckman两步法[３６],估计家庭消费选择模型后计算逆米尔

斯比率来修正家庭消费决策模型的选择性偏误.本研究因变量的有效样本数据同时存在０和１００％
极值,属于典型的两端截取,因而采取能充分利用样本信息的双尾截取 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１)双尾截取 Tobit模型构建.假定yi表示可观测的第i个家庭的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那么yi

可设定为:
若y∗

i ≥１００,yi＝１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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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０＜y∗
i ＜１００,yi＝y∗

i ＝xiβ＋εi (２)
若y∗

i ≤０,yi＝０ (３)
式(１)~(３)中,y∗

i 是不可观测的潜变量,xi为影响家庭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的自变量,误差项εi

服从独立同分布假设,εi~iidN ０,σ２( ) .在对该计量模型进行估计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可得到无偏

并且一致的结果.在上述假设条件下,本研究双尾截取 Tobit模型的似然函数表达式为:

Lβ,σ|yi,xi( ) ＝ ∏
yi＝０( )

F(－xiβ
σ

) ∏
０＜yi＜１００( )

１
σf(yi－xiβ

σ
) ∏

yi＝１００( )

[１－F １００－xiβ
σ

æ

è
ç

ö

ø
÷] (４)

式(４)中,F 和f 分别是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反映了不同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

的概率.对式(４)两端同时取对数,可以得到似然函数的线性表达式:

lnLβ,σ|yi,xi( ) ＝ ∑
yi＝０( )

ln[１－F －xiβ
σ

æ

è
ç

ö

ø
÷]＋ ∑

０＜yi＜１００( )

[－
１
２ ln２π( ＋

lnσ２＋
yi－xiβ( )２

σ２ )]＋ ∑
yi＝１００( )

ln[１－F １００－xiβ
σ

æ

è
ç

ö

ø
÷] (５)

式(５)为双尾截取 Tobit模型的线性形式,等号右端三部分分别对应极限观测值为０时的概率

(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为０时的概率)、非极限观测值时的概率(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在０和１００％之

间时的概 率)和 极 限 观 测 值 为 １００％ 时 的 概 率 (可 追 溯 猪 肉 消 费 占 比 为 １００％ 时 的 概 率).

Amemiya[３７]和 Olsen[３８]证明,最大化式(５)可以得到参数β和σ的一致估计.
(２)基于双尾截取 T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弹性测算.由于双尾截取 Tobit模型为非线性模型,

实证检验结果得到的系数仅可用于判断显著程度和作用方向,不能做出有经济学含义的解释.根据

格林的研究[３３],Tobit模型中的两个均值函数分别对各自变量求导,能够得到含义明确的边际效应

(针对分类变量)或弹性(针对连续变量).本研究中的均值函数E yi|０＜y∗
i ＜１００[ ] 和E yi|xi[ ] ,

分别代表yi的条件期望(即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不为０或不为１００％的条件下yi的期望)和无条件期

望.上述两式分别对某一自变量进行求导,可以对应得到该自变量的条件和无条件边际效应.
根据 McDonald等的做法[３９]对无条件边际效应进行分解,可以得到:

∂E yi|xi[ ]

∂xi
＝Prob ０＜y∗

i ＜１００[ ] ×
∂E yi|０＜y∗

i ＜１００[ ]

∂xi
＋

E yi|０＜y∗
i ＜１００[ ] ×

∂Prob ０＜y∗
i ＜１００[ ]

∂xi
＋１００×

∂Prob[y∗
i ≥１００]

∂xi
(６)

式(６)中,∂Prob ０＜y∗
i ＜１００[ ]

∂xi
和
∂Prob[y∗

i ≥１００]
∂xi

分别为观测值落入(０,１００)和[１００,＋¥)区间

所对应概率的边际效应.
式(６)表示某一变量xi的变化对因变量yi的无条件边际效应可以分解为三部分.即某一变量对

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的边际影响能够分解为:对同时消费普通猪肉和可追溯猪肉情况下可追溯猪肉

消费占比的边际影响(有条件边际效应)、对从完全不消费到开始消费可追溯猪肉的行为转变概率的

影响(跨越下截取点)、对从部分消费到全部消费可追溯猪肉消费的行为转变概率的影响(跨越上截

取点).
相应地,无条件弹性和有条件弹性分别为:

ξunc＝
∂E[yi|xi]

∂xi
×

xi

E[yi|xi]
(７)

ξc＝
∂E[yi|０＜y∗

i ＜１００]
∂xi

×
xi

E[yi|０＜y∗
i ＜１００] (８)

观测值落入(０,１００)和[１００,＋¥)区间所对应概率的弹性分别为:

ξp(０,１００)＝
∂Prob[０＜y∗

i ＜１００]
∂xi

×
xi

Prob[０＜y∗
i ＜１０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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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p[１００,＋¥)＝
∂Prob[y∗

i ≥１００]
∂xi

×
xi

Prob[y∗
i ≥１００] (１０)

　　三、实证分析

　　模型回归前先对自变量的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通过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发现所有自变量

的平均 VIF值为１．６８,最大 VIF值为３．１０,判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运用Stata１４软件

对模型进行估计,总样本回归及按照城乡分组回归结果见表２,对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调节效应的检

验结果见表３.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回归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整体拟合较好.

１．推力、拉力和锚定的作用检验

(１)推力作用.模型结果显示,猪肉质量安全风险感知水平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的

推力作用不显著(见表２).这与理论分析和假想情境下考察消费者消费意愿得到的研究结论均不一

致.可能的原因包括:其一,消费者自述偏好与真实决策存在客观差异,消费者对猪肉质量安全风险

的主观感知会影响对可追溯猪肉的消费意愿,但在现实情境下这种消费意愿可能会因经济条件等限

制而未能转化为实际的选择行为.其二,假想情境下考察的消费意愿是信息强化后的结果,即消费者

在被充分告知可追溯猪肉相关信息后当场作出的选择意愿,消费者可能得到可追溯猪肉质量安全水

平更有保障的强暗示;而本研究考察的实际选择行为是过去式,不会受调研过程影响.
表２　双尾截取Tobit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总样本

模型(１) 模型(２)

城市

模型(３)

农村

模型(４)

推力
对猪肉质量安全的风
险感知 －０．１２２４(３．６１２７) －０．１２１４(３．６１３３) １．５９０４(４．３４２５) －６．４６１６(６．２３０５)

拉力

对可 追 溯 食 品 了 解
程度 ３．１２３６∗∗(１．４８３９) ３．１６８４∗∗(１．４８２５) ４．２９３３∗∗(２．３４２７) ２．２４６３∗(１．４０１７)

对可追溯猪肉溯源能
力信任 ７．３６２９∗(４．３７８３) ７．２８０３∗(４．３８５３) ７．６６３１∗(４．２４６５) ７．７３０４∗(４．５３６１)

对可追溯猪肉质量安
全水平信任 ５．４５１０∗(３．０００１) ５．３３６４∗(３．００２７) ５．２１３３∗(２．８１０７) ４．３３２７∗(２．３２１７)

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 ３．５１０９(８．５３１５) ３．５１１７(８．５３２１) １０．６２３７(１０．２７０９) １０．５０２３(１４．５４１８)

锚定

家庭 人 均 年 可 支 配
收入 ０．２８３６∗∗∗(０．１０２７) ０．２８４４∗∗∗(０．１０３５) ０．３１２７∗∗∗(０．１１３４) ０．２７０８∗∗(０．１４３６)

城乡身份 ３９．９００７∗∗∗(９．１２４６) ４０．３０１３∗∗∗(９．１２３８) — —

家庭中６岁及以下儿
童人数 １４．４９１３∗∗(７．３６０８) １４．４８３４∗∗(７．２３１７) １５．４５３６∗∗(７．９５２６) １７．１１３０∗(９．０４２６)

家庭中 ６０岁及以上
老人人数 １．２９０６(４．７９１８) — －１．３９０８(５．６５２３) ５．９３１７(９．４１０６)

家庭人口中 ６０岁及
以上老人占比

— ４．４２３８(１３．３６２８) — —

控制
变量

家庭人口规模 －１．３６３４(４．１２８６) －０．９６３８(３．６３２６) －１．３９６５(５．１００４) －１．８７５２(７．２４１６)
受访者性别 －６．４８２６(７．０３１６) －６．６３６２(７．０３１６) －６．６２９３(８．４４２４) －４．９８１３(１２．５４０３)
受访者年龄 －０．４８２７(０．３０４４) －０．４９３２(０．３１１４) －０．１７７６(０．３６２９) －１．１８５６∗∗(０．５４５３)
受访者学历 ７．７７３３∗∗∗(２．９８１９) ７．６９５３∗∗∗(２．９８２２) ７．３５６３∗∗(３．５５３７) ９．０４９１(５．６５７２)

截距项 －８２．３７６３∗∗∗

(３１．００８３)
－８９．４９３３∗∗∗

(３０．６０２５)
－７１．６８７５∗

(３８．６０２５)
－３１．３７４９
(５１．６８０３)

样本数 ５６６ ５６６ ３９５ １７１
Loglikelihood －１２６５．６６ －１２６６．０４ －１００３．１３ －２５８．４９
LRΧ２ ７９．８５ ８０．０６ ３４．４６ ２２．５９
Prob＞Χ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３

　注: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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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拉力作用.总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认知(包括对可追溯食品了解程度、
对可追溯猪肉溯源能力信任和质量安全水平信任)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存在显著促进

作用,与前文理论分析相符.为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按照城乡样本分组回归(见表２),结果显

示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认知变量依然显著.
表２回归结果显示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进

一步引入交叉项对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见表３),结果发现,可追溯食品消费经

历与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认知的交叉项全部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意味着可追溯食品消费经

历可以正向调节消费者认知对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的影响,这一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和张蓓

等[４０]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３　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的调节效应检验 N＝５６６

变量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推力 对猪肉质量安全风险的感知 ０．０７８４(３．６３２５) ０．０９４４(３．６００２) －０．１４３６(３．６０１７)

拉力

对可追溯食品了解程度 ３．９８１２∗∗∗(１．５０２３) ４．０６２４∗∗∗(１．４９０３) ３．９９８３∗∗∗(１．４９２１)
对可追溯猪肉溯源能力信任 ７．３９０８∗(４．３５２４) ７．１５３６∗(４．０８２７) ７．１８１３∗(４．３５０７)
对可追溯猪肉质量安全水平信任 ５．１１６５∗(２．９８４５) ５．０８３６∗(２．９７７４) ５．５７３３∗(３．０９４１)
对可追溯食品了解程度´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 ０．２９３２∗∗(０．１５０７) — —

对可追溯猪肉溯源能力信任´可追溯食品消费
经历

— ０．２６３５∗∗(０．１２４１) —

对可追溯猪肉质量安全水平信任´可追溯食品
消费经历

— — １．０９５６∗∗(０．５１３３)

锚定

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０．２８２０∗∗∗(０．１００１) ０．２９０７∗∗∗(０．１０１３) ０．２８１３∗∗∗(０．１０００)
城乡身份 ４０．２８２３∗∗∗(９．１２０７)４０．２８２５∗∗∗(９．１２１３)４０．２９５６∗∗∗(９．１２３７)
家庭中６岁及以下儿童人数 １４．３９９２∗(７．３７３５) １４．３９４２∗(７．３６０６) １４．５６１５∗∗(７．３６８１)
家庭中６０岁及以上老人人数 １．４４０２(４．８０１６) １．４７４２(４．７９３３) １．１５３６(４．８０２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likelihood －１２６６．１５ －１２６６．１５ －１２６６．０３

LRc２ ７９．８４ ７９．８５ ８０．１０

Prob＞c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锚定作用.表２模型结果显示,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城乡身份、家庭人口结构对消费者的

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影响显著.具体来说:①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

选择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城乡分组回归中同样稳健.②在控制收入水平的基础上,城
乡身份变量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影响显著,表现在城市消费者可追溯猪肉的消费占比

显著高于农村消费者.说明在城市化进程中除收入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发生改变,从而影响消费者对

可追溯猪肉的选择,可能的原因是城市化带来市场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和消费意识的提高,使城市消费

者选择可追溯猪肉的交易成本降低(包括搜寻成本和认知成本).③家庭人口结构中,６岁及以下儿

童数量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６０岁及以上老人数量的影响不显

著.由于调研样本中有一部分家庭人口完全由老年人构成,他们面临的消费预算约束可能不同于其

他家庭,这一变量可能无法准确刻画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因而又设置了家庭人口中６０岁及以上老人

占比这一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２的模型(２)所示,仍然不显著.这说明在家庭可追溯猪肉

消费决策中,儿童的需求处于被考虑的优先次序.
(４)控制变量.学历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影响显著为正,表现在学历越高的消费者

其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越高;而年龄、性别、家庭人口规模的影响均不显著.

２．基于双尾截取T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弹性测算

本研究基于模型(１)的总样本回归结果,计算了对因变量影响显著变量的边际效应(针对分类变

量)或弹性(针对连续变量)(见表４),以期进一步识别各显著变量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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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程度.消费者城乡身份的无条件边际效应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城市消费者的可追溯猪肉

消费占比要比农村高１３．４１％,这既包括有条件边际效应６．０１％,也包括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跨越上、

下截取点的概率分别高６和１５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增幅.这意味着城市消费者

从不消费可追溯猪肉到开始消费可追溯猪肉、从部分消费可追溯猪肉到全部消费可追溯猪肉的概率

都要高于农村消费者,即与农村消费者相比,城市消费者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更高且潜在增幅更大.

其他分类变量的边际效应意义与之类似,不一一赘述.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无条件弹性表示,收
入每提高１％,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平均增加０．２３％,这既包括有条件弹性０．０５％,也包括跨越上、下
截取点的概率分别增加０．３９和０．１３个百分点所导致的潜在可追溯猪肉消费占比的增加.

从无条件边际效应的数值大小来看,在拉力因素中,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溯源能力信任程度的边

际影响最大,其次是对可追溯猪肉质量安全水平的信任程度,对可追溯食品的了解程度相对最小,这
说明提高消费者认知,尤其是对可追溯猪肉相关属性的信任程度可有效拉动其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

行为.在锚定因素中,从无条件边际效应和无条件弹性的数值大小综合来看,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的边际影响最大,其次是城乡身份,家庭中６岁及以下儿童数量相对最小,但仍然大于拉力因素中三

个消费者认知变量的作用.
表４　基于模型(１)回归结果计算的边际效应与弹性

变量 E[y] E[yi|０＜y∗i ＜１００] Pr yi|０＜y∗i ＜１００[ ] Pr [y∗i ≥１００]

边际
效应

受访者学历 ２．５６(０．９８) １．１４(０．０１) ０．０３(０．０１) ０．０１２①

城乡身份 １３．４１(２．９６) ６．０１(１．３６) ０．１５(０．０３) ０．０６３①

家庭中６岁及以下儿童数量 ４．８２(２．４３) ２．１６(１．１０) ０．０５(０．０３) ０．０２１①

对可追溯食品了解程度 １．０５(０．１６) ０．４７(０．１３) ０．０２(０．０１) ０．００１①

对可追溯猪肉溯源能力信任 ２．４２(１．４５) １．０８(０．６５) ０．０３(０．０２) ０．００９①

对可追溯猪肉质量安全水平信任 １．７７(１．００) ０．７９(０．４５) ０．０２(０．０１) ０．００７①

弹性 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０．２３(０．０８) ０．０５(０．０２) ０．１３(０．０４) ０．３８５②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边际效应或弹性的标准误;① 跨越上截取点的边际效应均是通过无条件边际效应分解公式得到;② 跨越上截取

点的收入弹性,首先通过收入无条件边际效应分解公式得到跨越上截取点的收入边际效应,再代入弹性公式计算得到.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借鉴人口迁徙推拉理论中的PPM 模型,从推力、拉力和锚定三大作用力的角度构建理论

框架,分析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利用北京市猪肉消费者的调查数

据,采用双尾截取 Tobit模型,实证分析各因素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的影响,并通过计

算边际效应或弹性识别其影响程度.主要结论如下:①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实际选择行为受推力、

拉力、锚定三个作用力的影响,锚定的作用程度最大,拉力其次,而推力的显著作用尚未显现;②与假

想情境下的研究结论不同,现实情境下猪肉质量安全风险感知水平未对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表

现出显著推力作用,这是由信息强化和经济条件等现实约束的差异导致的;③消费者认知,尤其是对

可追溯猪肉溯源能力、质量安全水平等属性的信任程度对其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具有显著拉力

作用,而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能通过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增强消费者认知的拉力作用;④家庭人均

年可支配收入、城乡身份、家庭人口结构中的儿童数量均会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产

生显著锚定作用,表现在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儿童数量越多的城市消费者,越倾向增加可追溯猪肉

消费.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①强化可追溯猪肉的宣传与推广,拉动市场对可追

溯猪肉的潜在需求.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可追溯猪肉相关知识和优势属性的普及宣传,鼓励企业

多利用体验营销手段丰富消费者可追溯猪肉消费经历,强化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认知;同时应加强

６０１



第４期 王　萌 等:现实情境视角下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的研究 　

对可追溯信息真实性、完整性、易查性和猪肉质量安全水平的监督保障力度,提高消费者对可追溯猪

肉优势属性的信任程度.②加快推进完善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满足日益增长的可追溯猪肉市场需

求.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二胎政策的深入推行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可追溯

猪肉开拓广阔市场空间.政府与企业应坚定信念,积极推广国内外可追溯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大

对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的投入和监管,不断优化完善可追溯体系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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